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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54 empirical studies (56 effect values, total sample 21900) that 

were conduct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effectiveness of 

multi-focus enterprises i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by using meta-analysis technology. Moral 

leadership i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multi-focus perspect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ectiveness includes many aspects, such as employe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at is to say,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effectiveness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employe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eref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under the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innovation ability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orien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oral 

leadership, it is not yet clear which subject employees are more inclined to innovate. Research 

shows that moral leadership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behavior, capability 

oriented innovation and behavior oriented innovation. The cross-cultural situation (China, non 

-China) and the innovation subject (individual, team, organization)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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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以54篇实证研究（56个效应值，样本总量21900)为对象，运用Meta分析技术研

究家长式领导中德行领导与多焦点企业创新有效性的关系。家长式领导中的德行领导对企业

创新有效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多焦点视角，企业创新有效性的实施内容包括员工创新能

力、员工创新行为多个方面，即企业创新有效性能以员工创新能力、员工创新行为的发展作

为基础，因此，在家长式领导下的企业创新有效性可分为: 创新能力导向、创新行为导向。

在德行领导情境下，员工针对哪个主体实施创新行为的倾向更强，尚无定论。研究表明，德

行领导对企业创新行为、能力导向企业创新、行为导向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跨文化

情境(中国、非中国)、创新主体（个体、团队、组织）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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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些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思想潮流的发展，创新领域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

关注，但以往大多关注于科技水平的创新，对管理创新领域的研究力度不足，其中管理创新

在近十多年才逐渐受到重视［1］。管理创新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源自其对组织发展的积极作

用。管理创新被认为是21世纪公司成功的关键，学者们对德行领导的研究兴趣不断地提升［2,3,4］，

许多学者认为德行领导，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德行领导更是成为最受学者关注的领导行

为之一，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发现家长式领导中德行领导与多焦点企业创新有效性有显

著的影响效果，本文旨在用Meta分析定量评价现有研究，通过纠正样本和测量误差得到德行

领导与企业创新有效性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并为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借鉴。 

2．理论回顾与假设 

领导方式是感知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德行领导是家长式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企业创新有重要影响。德行领导是指领导者通过在人际交往以及日常工作中展现的道德素

质和人格魅力，特别是真诚友善、对下属一视同仁、关怀下属发展等的树德行为，以赢得下

属的支持、效仿[5]。根据社会交换理论[6]和互惠规范[7]，当领导者采取德行领导时，使下属感

受到关怀、公平的待遇，下属会主动与自己的领导形成稳定的社会交换关系，并且为了回报

领导的赏识，员工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工作行为[8,9,10]，大多数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中德行领导

对企业创新、创造力等相关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12,13,14]。比如Dedahanov, A.T（2016）

曾经研究了德行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研究结论：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显著，

也有极少部分的学者认为德行领导对企业创新有效性会产生负向的影响效果[15]，因此对于德

行领导与企业创新的探索还应该进一步加深。 

德行领导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广泛存在，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德行领导的

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了探讨和验证。虽然对于德行领导的研究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但是作

为一种孕育于东方文化中的领导方式，多项研究表明，相比较西方国家，德行领导在中国情

境下表现出更高的契合度，具有更高的领导效能。中国台湾学者郑伯埙（2000）通过对已有

德行领导的研究进行总结，证实了德行领导广泛存在于现代组织当中，在不同的情境下德行

领导的领导效能是否会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将引入跨文化情境来探讨德行领导对企业创

新的影响是否会受到中国情境和非中国情境的影响。 

个体是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创新主体是自始至终参与到创新的全过程，有自己的创意想

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根据企业创新所实施的创新内容可以分为：理论创新、技术创新、

制度创新等。不同的创新主体在创新过程中所具备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往往是不同的。因

而，不同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对企业的总体创新也会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创新实施

的主体不同，员工会根据面临不同的处境、场景选取不同的最佳焦点行为[16,17]，在统计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企业创新的导向根据多焦点法分为能力导向、行为导向企业创新。

创新主体分为个体、团队和组织三个层面。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H4. 

H1: 德行领导与企业总体创新显著正相关。 

H1a: 德行领导与能力导向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  

H1b: 德行领导与行为导向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 

H2: 德行领导对能力导向创新行为的影响高于对行为导向创新行为的影响。 

H3: 跨文化情境在德行领导与多焦点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在非中国情境下，

德行领导对企业创新、 能力导向企业创新、行为导向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弱。  

H4: 创新主体在德行领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德行领导对创新主体为团队

的企业总体创新、能力导向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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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3.1 文献检索 

采用多种方式收集德行领导、家长式领导、企业创新的中英文实证研究文献。首先，检

索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等常用中英文数据库，关键词有: “德行领导” “家长式领导”

“中国式领导”“创新”“企业创新行为”“创造力”“创新行为”“moral leadership”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dership style”“creativity”“innovative behavior”

等; 其次，人工检索相关期刊，如管理学报、南开管理评论、Management Decis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最后，查阅相关元分析文章的参考文献进一步补充文献。 

3.2 文献筛选 

本文按照以下标准确定最终纳入元分析的文献：（1）研究是实证研究；（2）研究的前

因变量必须是德行领导或包含德行领导，结果变量必须反映企业创新：（3）文章必须汇报德

行领导或包含德行领导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系数r或者可以转化为相关系数r的统计量；（4）文

献报告中两个变量所构成的效应值个数不少于1个；（5）研究文献必须是独立样本。通过以

上筛选标准，最后共有54篇文章纳入本研究。 

3.3 文献编码及分析技术 

研究共包括54篇文献，经过编码后得到56个效应值( 样本总量为21900) 。文献编码内容

包括样本特征和效应值两个方面，其中样本特征包括作者、发表年份、发表期刊、样本数量、

跨文化情境( 中国、非中国) 、创新主体( 个体、团队、组织)等。效应值包括: 德行领导或包

含德行领导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系数及其显著水平，在德行领导与总体企业创新相关系数的编

码过程中，利用文献提供的相关系数进行编码。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由两位作者先后两次

对本文进行编码，其一致性达98%以上。本研究采用 CMA2.0(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4．研究结果 

4.1 异质性及发表偏差检验 

异质性说明研究结论的变异来源于不同研究设计多于抽样误差，通过组内 Q 统计量检

验其统计显著性，以𝐼2指标表示实际显著性。结果如表1所示，在企业创新的研究中，Q 统计

量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各研究的效应量存在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模型分析方法。𝐼2的

值为93.488，说明93.488%的观察变异来源于真实差异，随机误差只能解释观察变异的6.512%。

𝑇𝑎𝑢2的值为0.039，说明研究间变异有3.9%可用来计算权重。针对能力导向、行为导向企业创

新的分析同上。 

表1  效应量异质性检验结果 

领导方式 结果变量 K Q df 𝐼2 𝑇𝑎𝑢2 失安全系数 未出版文献 

德行领导 

企业创新 54 875.246∗∗∗ 57 93.488 0.039 47.198 3577 

能力导向 41 601.139∗∗∗ 42 92.841 0.040 42.421 101 

行为导向 15 267.842∗∗∗ 14 94.773 0.042 20.987 1705 

注:𝑝∗＜0. 05;𝑝∗∗＜0. 01; 𝑝∗∗∗＜0. 001，下同。 

通常结果显著的文章更易被发表，结果不显著的文章难以发表，所以，已发表文章的效

应值可能无法代表真实值，因此，在元分析研究中应检验发表偏差。本文采用失安全系数作

为检验标准，失安全系数指再纳入多少文献才能使现有研究结果不显著，若失安全系数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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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可能存在发表偏差。本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即要为每个主题研究分别找到3577、 101、

1705项未出版的文献，才能使本研究结果不显著，因此，本研究存在发表偏差的可能性极小。 

4.2 主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 2 所示，德行领导与企业总体创新的相关为0.319 ，在0. 001 水平上显著，故

假设 1得到支持; 德行领导与能力导向、行为导向创新行为的相关分别为 0. 344、0. 345，均

在在 0. 001 水平上显著，假设 1a、 1b得到支持。其中，从点估计结果看，德行领导与能力

向创新行为的相关性较强( r = 0. 344， p＜ 0. 001)，与行为导向创新行为的相关性较弱( r= 0. 

245， p＜0. 001) ，故假设 2 得到支持。 

表2  家长式领导与企业创新行为的主效应结果 

领导方式 结果变量 K N 点估计 下限 上限 Z值 

德行领导 

企业创新 54 21900 0.319 0.270 0.365 12.162∗∗∗ 

能力导向 41 14334 0.344 0.288 0.397 11.292∗∗∗ 

行为导向 15 7566 0.245 0.141 0.343 4.559∗∗∗ 

4.3 调节效应检验 

即便效应值中存在微小差异，也可通过判断Q 统计量是否显著，来判断研究中是否存在

调节效应[18]。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Q 统计量均显著，则在德行领导与企业创新中存在

跨文化情境、创新主体的调节变量，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德行领导与企业总体创新、能力导

向企业创新的相关分别为0.323、0.350，显著高于其在非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相关性( r= 0. 295，

p＜0. 001) 、 ( r= 0. 316，p＜0. 001)，但在非中国情景下，德行领导对行为导向企业创新作

用效果不显著（Z值=1.577，p>0.05），因此，假设3没有得到支持。创新主体在德行领导与

各结果变量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德行领导与团队企业总体创新( r团 =0. 440＞r组 = 0. 371

＞r个 = 0. 269，p＜0. 001) 、团队能力导向企业创新( r团 =0. 440＞r组 = 0. 371＞r个 = 0. 285，

p＜0. 001))的相关性最强，由于样本量的限制，创新主体对德行领导与行为导向企业创新的

调节效果无法评价。故假设4没有得到支持。 

表3  德行领导的相关变量调节效应结果 

结果变量 调节变量 K N 点估计 下限 上限 Z值 Q 

企业创新 

跨文化情境  

中国 44 18607 0.323 0.270 0.375 11.199∗∗∗ 741.157∗∗∗ 

非中国 10 3293 0.295 0.171 0.409 4.546∗∗∗ 128.216∗∗∗ 

创新主体  

个体 36 14947 0.269 0.210 0.326 8.683∗∗∗ 518.620∗∗∗ 

团队 10 3724 0.440 0.316 0.548 6.397∗∗∗ 174.996∗∗∗ 

组织 9 3229 0.371 0.305 0.434 10.158∗∗∗ 40.749∗∗∗ 

能力导向 

跨文化情境  

中国 33 11591 0.350 0.287 0.409 10.287∗∗∗ 479.249∗∗∗ 

非中国 8 2743 0.316 0.179 0.442 4.372∗∗∗ 104.416∗∗∗ 

创新主体  

个体 23 7381 0.285 0.211 0.355 7.298∗∗∗ 250.213∗∗∗ 

团队 10 3724 0.440 0.316 0.548 6.397∗∗∗ 174.996∗∗∗ 

组织 9 3229 0.371 0.305 0.434 10.158∗∗∗ 40.749∗∗∗ 

行为导向 

跨文化情境  

中国 13 7016 0.251 0.139 0.357 4.302∗∗∗ 246.298∗∗∗ 

非中国 2 550 0.202 -0.05 0.430 1.577  7.588∗∗∗ 

创新主体  

个体 15 7566 0.245 0.141 0.343 4.559∗∗∗ 267.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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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Meta分析技术研究德行领导对企业创新有效性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德行领

导与总体创新行为、能力导向创新行为、行为导向创新行为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分析结果与

现有文献数据保持一致，也符合理论假设1、1a、1b。结果说明，德行领导对构建高创新型企

业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领导者在人际交往以及工作日常中应充分的展现高水平的道德素

质和人格魅力，从而激发员工的追随、效仿、学习，也是形成良好的企业创新氛围的重要因

素。跨文化情境、创新主体对德行领导与企业创新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调节效果。

其中，德行领导对能力导向创新行为的影响高于对行为导向创新行为的影响。跨文化情境在

德行领导与多焦点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效应，在中国情境下，德行领导对企业创新、能

力导向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组织自古以来受到浓厚的中国儒家传统文

化和家庭观念的影响，企业领导普遍认可“以身作则”“垂范百世”“德为人表”的领导作

风，企业员工普遍认同“投桃报李”“礼尚往来”“互利互惠”的工作态度[19]，然而，德行

领导具有公正无私、严于律己、赏罚分明、以身作则的特征，当领导者在实践中表现出上述

的行为特征时，员工会感受到公平公正，更加的尊敬领导，愿意为领导的行为和组织的发展

提供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想法。同时领导的这些道德品质也将作为员工的学习榜样 ，他们将调

动自己的创造力，通过榜样的力量来不断强化自身的业务水平[20]。然而在西方的企业管理中

更加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度，标准化，流程化的管理体系，淡化对企业员工人性的关怀，因而

员工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会更加偏向于将创新行为看作是一种回报行为，用于回报领导的

德行领导。由于样本量的局限性，未能检验德行领导与行为导向创新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创新

主体为团队、组织的调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全面性。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学者

在德行领导研究领域的发展较慢，本研究关于非中国情境下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在某种程度

上会影响跨文化情境的调节作用，其次，德行领导作为家长式领导三个维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家长式领导的另外两个领导方式，威权领导、仁慈领导进行与企业创新

有效性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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